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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揸要]近代英国王室对伦敦的城市规划政策可从其颁布的建筑文告中体现出来。从伊丽莎白一世

开始颁布文告禁止伦敦新建房屋，到詹姆士一世转向注重建筑质量与建筑标准，再到查理一世继续推行、深

化父辈的城市政策，三位国王颁布的文告均未能有效控制住伦敦不断向外拓展。文告像一面镜子，折射出

近代早期伦敦的城市环境、城市规划、社会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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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一世、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三位国王的统治是英国历史上强化君主专制的重要时期，议

会在这一时段里鲜有法律或法令出台，国王颁布的大量文告(proclamation)就成为了法律。伦敦作为王

室所在地，长期以来备受国王的关注。16世纪以来伦敦人口激增，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王室才开始管理

城市建筑与城市规划。英国王室控制伦敦扩张的主要手段是通过颁布文告来限制和规范城市建筑，因

此，解读三位君主有关伦敦城市的建筑文告对于了解当时王室在伦敦城市规划与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相

关措施的社会成效和管理局限至关重要。

一、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初步实施控制

英国王室控制伦敦的城市建筑规划始于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时期。这个时期是英国封建君主专制

政体臻于极盛，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社会经济出现急剧变革的时期，在大城市伦敦尤为突出。贵族、

乡绅、商人、流民、手工业者、农民等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涌入伦敦，人口拥挤、房屋凌乱、瘟疫恣虐、犯

罪率上升等现象明显增多。以人口为例，16世纪伦敦的人口迁入与增长使其人口急剧膨胀。据统计，

伦敦人口在1550年是12万，1600年是20万，1650年是37．5万，1700年是49万，1750年是67．5万。

伦敦人口在全国人1：2中所占的比例大，1550年伦敦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4 oA，1600年几乎达到5％，

1650年迅速上升到7％，这个数字在1700年已经是lo％【”。人口的增长也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从

14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伦敦先后爆发了大大小小20多次瘟疫，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据伦敦城

的死亡记录档案记载，1563--1665年间，伦敦城死亡率超过10％的就有5次，并且死亡人口中有70％至

90％是因瘟疫而丧生L2]。这些社会问题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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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人口膨胀和瘟疫，伊丽莎白一世共颁布了两条建筑文告。1580年7月7日。伊丽莎白一世

发布了第一条全面禁止伦敦所有新建筑的文告。其具体内容为：因伦敦城的人口密度大，许多人挤在棚

屋或者筒易房里，容易感染瘟疫，所以禁止在伦敦市和伦敦城门3英里以内的额地基上建造房屋，以及

禁止房主把房屋隔成小间接纳房客。还要求强行拆除非法建筑[3"”。1592年，议会也开始关注棚屋和简

易房问题，缘由是棚屋越建越多，影响了伦敦建筑的采光和空气的流通，甚至威胁到威斯敏斯特。鉴于

此，1593年议会立法禁止新建房屋、禁止把房屋隔离成单间，支持1580年文告的决议[4]。1602年6月

22日，伊丽莎白一世发布第二条建筑文告，要求官员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违规建筑。规定臣民在伦敦城和

伦敦城区周围3英里之内必须遵守九条命令：不准新建房屋、不准把房屋再分割为单间、七年里内搭建

的棚屋和未完工的建筑必须全部拆除等，违反者交星室法庭处置【3]9”。这条文告很大程度上是重复第

一条的内容，主要针对居住在简易房和棚屋中的下层百姓。

1580、1602年建筑文告颁布的最初动机旨在防止城市人1：3过密与瘟疫的传播，带有公益的性质，民

众对此表示支持和理解。政府的担忧后来得到验证，1603、1625、1636年瘟疫袭击伦敦，夺去了无数人

的生命。而且，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许多相关的诉讼案件都强调新建房屋的不便之处：“这些建筑容纳贫

穷、调皮之徒，城郊棚屋和简易房再分割为小房间为乞丐提供住宿，伦敦因而负担沉重，大众利益深受其

害。，，[51从公益这个角度讲，文告的作用是积极的，反映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加强。另一方面，从统治

者的角度而言，整个伦敦人口不断增加，棚屋、简易房数量大，瘟疫、火灾、犯罪等极易发生。更为严重的

是，王室害怕附近越来越多的房屋影响了王室的独立性与社会治安，尤其畏惧附近的穷人传播疾病，他

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加大了对伦敦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控制力度。

伊丽莎白一世对于违反文告者，要求写保证书、交保证金，情形恶劣者甚至被关进监狱。伊丽莎白

一世的文告旨在限制伦敦新建住房，但1580年文告颁布之后并未得到真正落实，效果甚微。从1590年

开始．王室才逐渐加大这一建筑文告的执行力度，王室任命的建筑委员会在管理、落实文告方面起着主

要作用。据统计，1590--1602年有95起建筑诉讼案件，其中有一半来自伦敦城，只有11起发生在伦敦

西区。1592年4月，建筑委员会处理了81位违反文告的人士，并处以不同程度的罚款[6]1”“””。

尽管1580年文告全面禁止新建住房，然而保证书和罚金之类的行政处罚根本阻挡不了伦敦的扩

展，违规者交了保证书和罚金后仍然继续建房。建筑委员会逐渐认识到许多建筑早就在修建中，王室禁

令很难实现，因此把重心放在延缓房屋的建造进度上，还特别打压在旧地基上建房，严禁棚屋被分割成

更多小房间，严禁把帐篷、简易房改成住所。其实，文告未能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在于王室未能控制伦

敦人口的增长，所以1602年文告出台之后，各类移民不断涌入伦敦，房屋建造仍在不断增多。总之，伊

丽莎白一世的文告并没有真正阻止伦敦的扩张。

二、詹姆士一世时期：从限制到标准化

詹姆士一世在位期间颁布的建筑文告有12条之多，其颁布时间分别为：1603年9月16日、1605年

3月1日、1607年10月12日、1608年7月25日、1611年7月22日、1611年8月3日、1611年9月lO

B、1615年7月16日、1618年7月20日、1619年3月12日、1620年7月17日、1624年7月14日。从

上可见，詹姆士一世在位期间，平均不到两年就颁布一条关于建筑的文告，下文详述之。

在詹姆士一世正式发布第一条建筑文告的前一周，瘟疫夺走了3 037位伦敦人的生命。詹姆士一

世害怕瘟疫席卷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也不希望伦敦西区不断扩大，于是他延续伊丽莎白一世的政策，

继续通过文告来控制伦敦的城市建筑。他的第一条建筑文告云：“任何新租房户或者新的居民或者其他

个人及团体，禁止到伦敦市区、郊区或离这些地区四英里以内的任何一处地方租住或者定居。⋯⋯无家

可归者、懒散者、棚屋、简易房等是引发瘟疫的重要原因，因此不准修建棚屋，不准把房屋再隔离成单间

提供给房客，棚屋和简易房必须拆除。不得重建。叭7]47“8

1605年文告则是对伊丽莎白一世1602年文告的补充。补充内容是禁止新建房屋的正面使用木

料，规定任何新建筑都必须是砖石结构，街道两旁的房屋应该整齐划一。可见，1605年文告主要强调建

筑材料的重要性，目的在于减少火灾的风险，保持街道的整齐和城市的美观。不在文告规定范围以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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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伦敦城及郊区1英里内)木式结构的房屋仍然存在，而且不断增多，郡城和其他城市也如此n]。这

为伦敦城内各式各样的棚屋和简易房埋下了火灾的隐患。

对于违反文告者，王室采取了拆除房屋和罚款的惩罚措施，1607年2月，5位建筑开发商因违规建

筑被罚款，金额从30英镑到100英镑不等，同时强行拆除了3套简易房[6】13”。同年10月，王室颁布了

詹姆士一世执政时期内容比较全面的建筑文告，其大致内容包括：除特殊情况外，禁止在伦敦城两英里

内的新地基上建房；禁止在地下室借宿，不准分割房屋，每家只能有一处房产。这条文告还强化了1602

年文告的内容，并重申了1605年文告的建筑要求f其住房政策偏向贵族、乡绅和商人等社会上层人士，

希望只有这些人能人住伦敦；詹姆士一世也像伊丽莎白一世那样在文告中考虑到穷人的处境，他规定空

置的非法建筑留给教区无房的穷人居住，或者以低价出租给穷人口]1“-1”。

尽管砖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建筑材料，但是仍旧比木材、灰板条、灰泥价格高，所以1608年文告认识

到用砖建房成本高，允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不使用砖建房：小地基；小巷或者胡同里面的房屋；杂货店的

房屋。此外，王室继续启用建筑委员会，以便处理违规建筑者，虽然建筑委员会声称是要减轻星室法庭

的负担，但真正的动机是为了金钱"jl”_1“。

詹姆士一世在没有议会约束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随意解释、修改、废止前面的文告。1611年，詹姆

士一世连续颁布了3条文告，都在不断强调新建房屋用砖石的优点以及相关的惩罚措施，并再次阐明了

1607年文告规定可以兴建新房的特殊情况：在部分新地基上可以建房，例如在自家房屋里面或者房屋

的周围建造一个花园[7业67-2”。1615年文告则展现了詹姆士一世重建伦敦的雄心壮志，他自诩可以与罗

马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相提并论。奥古斯都曾夸耀自己：“我接受了一座用砖修建的罗马城，却留下

了一座大理石的城市。”詹姆士一世则说：“我接受了一个用木料修建的伦敦，却留下了一个砖式结构的

伦敦”，他决心把伦敦变成一个“美丽、宏伟、远离火灾的城市”。基于王室的这种心态，1615年文告与

1618年文告强调的重点又回到伊丽莎白一世的文告标准，即禁止所有新建房屋，或者最起码对新建筑

作了严格的限制，但是这种回归为时短暂’7Ⅺ”一”。

尽管1607年初就发生过非法建筑的起诉案件，但王室并未诉诸大规模的暴力拆迁，随着非法建筑

的不断涌现，拆房运动于1614年爆发，1618年达到高潮。1614至1618年，建筑委员会公布伦敦西区几

十处违反文告的建筑名单，一些持房者交了一大笔罚金，也有一部分房屋被拆除，仅长艾克街被拆除房

屋就达23栋[9]l“。王室一面禁止建房，另一面又不断偏袒社会上层，允许他们建房。首先，王室文告没

有严格限制王室建筑，相反王室正是通过建筑来反映王室权威与尊严，詹姆士一世专制王权在建筑上最

彻底的体现是白厅的设计。其次，具体负责处理房屋建筑和征收罚金等相关事宜的建筑委员会成员绝

大多数是贵族和乡绅。再次，从违规建筑者的名单来看，文告对社会下层有着很强的针对性。例如

1618年公布的4组违规建筑者的名单显示，违规者几乎全是劳动阶层，绅士的名字很少提及，贵族出现

的机率更是微乎其微[1 0]8。

在上述形势下，单纯地强调禁止新建房屋意义不大，王室必须改变建筑政策，1619年文告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出台的，该文告是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内容最全面的建筑文告。其目标是对新建筑的工程和

内部装饰制定详细的标准。詹姆士一世声称面临大街的房屋必须是砖石结构，并且街道的宽度必须符

合一定的建筑标准，房屋的楼层至少lo英尺高。这条文告使得建筑标准进入了建筑质量控制阶

段[7弘”-4”。实际上，这些标准是在模仿体现皇室尊贵的意大利帕拉迪奥建筑风格。帕拉迪奥建筑风格

是首席工程师伊尼戈·琼斯介绍进英国的，他的建筑理念一直贯穿至詹姆士一世统治的结束。1620、

1624年文告是詹姆士一世的最后两条文告，内容并无多大创新，主要是对1611年以来历次文告的

解释。

纵观詹姆士一世的12条文告，王室没有实现控制伦敦城市规划与社会管理的目的。一方面，为了

应对瘟疫传播、移民涌人、住房紧张等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詹姆士一世被迫禁止新建房屋。另一方面

他又不能过分禁止，还得颁发一些新建房屋的许可证，因为王室的财政危机是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的主

要问题，颁发建筑许可证和处罚违规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王室的财政收入。学者瓦莱丽·珀尔指

出，自詹姆士一世登基以来，许多被拆除的建筑没有被登记，登记在册的违法建筑共计1 361套，而且这

1 361套的房主已经向王室缴纳了罚金[1“。文告除了能增加王室的收入之外，并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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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功能，我们不妨以文告的惩罚措施来分析这个问题。笔者以为，无论是强制拆除还是罚款均留下

了严重的社会后患。一味强调拆除房屋只会引起房租上涨，社会矛盾加剧，所以统治者有时不敢严格执

行强制拆除的命令，往往采取罚款的方式。而违规者在支付罚金后，一般会在房屋建成后提高房租的价

格，原有房者也跟着提高房租，结果受害的往往是穷人。当市场的住房量供不应求时，会再次兴起建筑

热潮，随之统治者又开始严加防范，出现强制拆除和罚款的现象，这样就进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可见，

建筑文告仅仅只是增加王室收入的一种工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移民、住房、环境、卫生等一系列社会问

题，詹姆士一世企图通过文告控制伦敦的城市建筑注定了以失败收场。

三、查理一世时期：父辈政策的深化

众所周知，查理一世曾实行了长达11年的无议会统治，发布过大量的文告强化“个人统治”。在伦

敦城市建设方面，他延续詹姆士一世的方针。1625年5月2日，他颁布了在位期问最全面、持续时间最

长的建筑文告，禁止伦敦城门2英里以内和威斯敏斯特城附近建造新房；制定了建筑工程和原材料的标

准，从墙的厚度到门的高度、地下室的深度、窗户的尺寸比例、砖的制造以及砖的质量等方面都作了严格

的规定[12J2”“。1630年7月24日文告是查理一世关于伦敦建筑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文告，它禁止

伦敦城门3英里以内建造新房屋，如果新建地基得到批准，必须用砖建房，并且王室规定了砖的价格，目

的是为了降低建造房屋的成本[12]””“7。

1625年、1630年文告颁发的背景与前面两位国王的情况差不多，伦敦城市化步伐加快，人口增多、

住房短缺、瘟疫仍然是影响着伦敦发展的三大顽症。查理一世期待通过严格的建筑标准来重建伦敦，体

现个人统治的神圣合法性。查理一世的建筑文告实际上反映了伊尼戈·琼斯的建筑风格，作为王室建

筑的代言人，伊尼戈·琼斯继续使用帕拉迪奥建筑风格，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伦敦的建筑。当时符合王室

文告建筑标准的首推贝德福德伯爵的考文特花园，贝德福德伯爵对考文特花园的设计蓝图被查理一世

和伊尼戈·琼斯修改和掌控，考文特花园为以后的伦敦建筑树立了一种颜模式：有规则的街道，整齐划

一的建筑，开放的空间，明显的贫富差距。这些特征被布鲁姆斯百丽、索霍、詹姆士广场以及伦敦西区的

建筑所复制和仿效。考文特花园蕴含了国王对秩序和等级的爱好，大多数街道的名字直接源于王室家

族成员的姓氏，比如查理大街、亨利埃塔大街、布丽姬特大街、詹姆士大街、国王大街、女王大街口]1“。考

文特花园拥有近300套住房，是第一个为上流社会提供住所的居住型广场，建筑史学家约翰·萨默森把

考文特花园称之为第一个对英国城市化作出伟大贡献的杰作[】“。

考文特花园于1630年竣工，它的外围占地面积非常大，称为外考文特花园，外考文特花园大约在

1635年建成，住房者多为社会中下层人士。据1635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外考文特花园的504套住房里

面，151套是砖式结构，符合文告对砖的质量要求，完全是木式结构的住房共256套，剩下的一些是混合

式结构的房屋，即房屋正面的材料是砖，其余部位全是木料加工做成的。即使是砖式结构的房屋，在房

屋的设计方面也未达到文告的建筑标准凹】l”。考文特花园尚且如此，王室的文告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

贯彻可想而知。为强化个人的专制统治，查理一世进一步深化了父辈的政策。

首先，对于建筑违规者的处罚，詹姆士一世认识到罚款比拆除更能满足王室对金钱的需求，在这点

上，查理一世有过之而无不及。威廉·贝尔教授指出，1580--1640年伦敦拆除房屋的数字相对较少，几

万问房屋才拆除了几千间，下层社会的房屋建筑质量差，成本低，拆除集中在下层社会的房屋，因此穷人

受到很大冲击n“。拆除这些建筑无疑会增加社会不稳定性因素，缴纳罚金既方便又快捷，更符合王室

的利益。查理一世统治时期，王室财政空虚，为了应付这种困境，查理一世常常热衷于兜售建筑许可证

和收取建筑罚金。他执政期间，伦敦最著名的几个大型建筑工程都支付了一大笔资金给王室。例如，贝

德福德伯爵为了取得考文特花园的建筑许可证共上缴给国王4 000英镑。1632--1636年，枢密院大法

官审理了175起建筑诉讼案件，全部都是为了增加王室的收入。其中枢密院详细记载了1634年1月22

日处置违规者约翰·莫尔的案情，约翰·奠尔因建有42套违规建筑房屋被罚1 000英镑，同时被判入

狱，枢密院甚至勒令他的房屋必须在第二年的复活节前拆除，否则再罚款1 000英镑卟]1532“”3。17世纪

30年代后期伦敦非法建筑的数量继续增加，据1638年的一份名单显示，枢密院登记了大约450位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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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罚金共计30 000英镑[6]1”4。

其次，17世纪初的伦敦建筑文告表面上宣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偏袒上流阶

层。从王室的角度看，～个建筑方案的合理性通常没有方案制定者的地位和财富重要。建筑优先权偏

向上流阶层，是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共同特点。作为王室的大臣，索尔兹伯里伯爵在伦敦的投机性

建筑计划就曾得到詹姆士一世的公开支持。如果上层人士触怒了国王，结果就截然不同。查理·康华

里斯爵士像索尔兹伯里一样在王室担任了要职，他申请建筑许可证却遭到拒绝。原因在于查理·康华里

斯曾经与议会联手反对国王，得罪了国王当然就得不到建筑许可证。1624年文告表扬那些曾经遵守先

前文告的“地位高、素质好的人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并没有遵守建筑文告，同样得到了国王

的建筑许可。查理一世曾经袒护过的上层人士也非常多，例如南安普顿伯爵、霍兰德伯爵、克莱姆·迪

格比爵士、贝德福德伯爵等．这些贵族或者是国王的宠臣，或者花钱买通王室获取建筑许可证Ⅲ]25-26。

如果下层人士的房屋与贵族为邻居，法律会惩罚下层人士。1629年埃克斯特伯爵起诉他家附近建有酿

酒屋和铁匠工作坊，据说从这两个建筑物里传出刺鼻的味道，污染了他家的饭厅。伯爵起诉后不久，这

些建筑很快被勒令改建[10]”-24。

四、结 论

伦敦在17世纪是欧洲最重要、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伊丽莎白一世、詹姆士一世、查理～世均

认识到了城市人口增长引起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从而采取治理措施。他们值得称道的做法有两点：一是

关注伦敦的环境，限制伦敦新建筑，保持伦敦的整洁与安全，以抵御瘟疫的传播。二是为伦敦房屋制定

建筑标准，街道因此变得整齐，尤其提倡使用砖石材料，一定程度上减小了火灾发生的可能性，1666年

的伦敦大火证实了城市建筑标准的重要性。然而，王室文告又是失败的，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文告欲禁止伦敦新建房屋的目的落空，沦为王室敛财的一种手段。16条建筑文告均把控制

伦敦建筑当作核心议题，国王并非要中止建造所有的建筑，而是为了限制穷人，以扩大上流阶层在伦敦

的居住率。贵族、乡绅、商人的宅邸、居住型广场等上流社会的住房只要付款就可以取得建筑许可证，结

果文告控制伦敦建筑的目标远未达到。

第二，文告限制建筑的地域范围缺乏远见。三位国王把限制范围局限在伦敦城门和威斯敏斯特城

2—3英里的区域，动机在于保持王室的独立性、尊严、整洁，防止瘟疫的传播。王室和政府机构位于伦

敦西区，国王希望伦敦西区与伦敦其他区域能够隔离，同时不希望伦敦西区向四周扩建。事实上伦敦西

区在不断扩大，伦敦城郊也在不断延伸，文告的管理范围只限于主城区，远远小于伦敦扩张的范围，所以

未能起到强有力的管理作用。

第三，文告未能解决棚屋、简易房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国王文告禁止搭建、改建棚屋和简易房，王室

并责令强行拆除这些非法建筑。但从1580年第一个建筑文告颁布至1630年，由于伦敦的人口过多，棚

屋和简易房不断处于“兴建——拆除——再兴建”的循环中，有时还呈旺盛之势。强拆非法建筑，驱赶房

客势必使问题变得更严峻，会出现更多的流浪者和导致贫困。

第四，文告的建筑标准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1605年文告到1619年文告的内容来看，詹姆士

一世都在强调建筑材料要求用砖。砖的优点固然不少，但是烧砖的成本高，导致建筑成本相应提高，建

筑的规模也受到影响，所需的工匠自然减少，因此木匠和砖匠就业机会大大减少了。查理一世之后的统

治者开始认识到解决伦敦的问题不只是砖、石、建筑规则那么简单，他们开始朦胧认识到这实际上是伦

敦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城郊不断相互融合的过程，因而他们进一步把目光转向了对城郊的控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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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glish royal urban planning policies could be found from its building proclamations in ITlodem London．

Elizabeth 1 began to prohibit new buildings by issuing proclamations·and James I turned to focus on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construction standards．Later on Charles I followed and deepened his predecessors’urban policies，and the three kings

failed in controlling the expansion of London．As a mirror，the building proclamation exposed the issues of urban

environment，urban planning and social management in early modern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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